知识吸收能力、组织记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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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知识吸收能力对组织记忆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选择217家知识密集型企业，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过程性组织记忆在现实吸收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陈述性组织记忆未能起到中介作用。潜在吸收能力仅能对企业陈述性组织记忆产生影响，现实吸收能力既能够促进企业陈述性组织记忆又能够促进过程性组织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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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et the organizational memory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construct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t analyze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217 enterprise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procedural memory serves as a partially intermediary variable in the impaction between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declarative memory does not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 improve declarative memory,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 improve declarative memory and procedur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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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新经济时代最具价值的资产，企业能否有效吸收和利用外部各类知识是实现技术创新、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吸收能力是企业获取、保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1]，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着知识的储备和保障。组织记忆是经过共同化及组织内化的知识资产，保存着组织的策略、作业流程等专有成果，可供组织成员在完成业务活动时使用[2]。伴随着对知识的获得与应用过程，吸收能力也影响着企业的组织记忆水平。企业的知识经消化、整理后产生共享的解释，使其具备了组织记忆所拥有的集体性记忆特征[3]。
已有的对于吸收能力作用的研究各有侧重，有些研究注重吸收能力对知识本身的影响，将知识吸收视为组织学习的过程，关注吸收能力对组织知识资产的作用，认为吸收能力的作用结果包含了组织的知识产出和商业产出[4]。有些研究则关注来自市场的最终反馈，研究吸收能力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5][6]。但吸收能力对组织知识水平的影响与创新绩效的改善是否相关联？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组织记忆对创新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目前在研究吸收能力时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以组织记忆作为中间变量，实证研究吸收能力、组织记忆和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绩效提供借鉴。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Cohen和Levinthal最早提出知识吸收能力这一构念时，认为吸收能力由对知识的认识能力、消化能力和应用能力共同构成[1]，后来的kim将吸收能力视为是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组合[7]，Van Den Bosch等将其划分为效率、范围和灵活性3个维度进行研究[8]。进入21世纪，为了更全面的反映吸收能力的内涵与作用，Zahra和George对吸收能力进行了更为细致和详尽的划分，将吸收能力划分为两大类别（潜在的吸收能力和现实的吸收能力）和4个维度（获取、消化、转换、应用），其中潜在吸收能力包括知识获取与知识消化能力，现实吸收能力包括知识转化与知识应用能力[9]。这一划分基本涵盖了之前关于吸收能力定义的所有维度，也为后续对吸收能力进行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
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在内容、作用方式和过程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的作用结果也不相同。潜在吸收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深化企业对新知识的认知和理解[10]，正确识别外部知识价值属性，为技术创新补充有价值的知识资源。通过知识获取能力对新知识的评价帮助企业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正确的反应，确保了企业所需知识的新颖性和多样性，增强了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知识消化能力则使企业能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知识的自身独特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潜在吸收能力对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现实吸收能力的作用体现在企业对所获知识的转换和应用过程中。知识转换能力实现了对知识的共享与整合，使不同来源与层次的知识内化形成新知识体系。知识应用能力进一步完成了对新知识体系的提炼、扩展和应用，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得到改进和完善，将企业的知识储备优势转化为创新活动的竞争优势。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b：现实吸收能力对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1.2 吸收能力与组织记忆的关系
吸收能力能够扩充企业的知识拥有总量，增加企业的知识资产。组织记忆是描述组织知识仓库的核心概念[11]，被看作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资产的总和[12]。Moorman和Miner在研究组织记忆时根据其包含的内容特点不同将组织记忆分为陈述性组织记忆(declarative memory) 和过程性组织记忆(procedural memory)。陈述性组织记忆存储着组织一般性的知识信息，是对事实、事件或命题的记忆；而过程性组织记忆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完成事情的记忆或是对能够完成事情的记忆，以技能和惯例的形式体现[13]。
潜在吸收能力越高，到达创新阶段的外部信息数量就越多[14]。知识获取能力保证了企业一般事实类知识总量不断增加，良好的企业知识消化能力，能够促进企业不断改善自身的知识储备结构[15]，实现组织所拥有知识的更新换代，丰富组织内一般性事实与事件的层次与类别。
现实吸收能力中，知识转换维度可使知识经历多次的传播与共享后从更多角度被解释，从而延展陈述性组织记忆的背景内涵。知识应用能力帮助组织实现知识的商业化，企业借助市场反馈信息可以提高陈述性组织记忆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 2a：潜在吸收能力对增加企业陈述性组织记忆起正向促进作用。

H 2b：现实吸收能力对增加企业陈述性组织记忆起正向促进作用。

Zahra认为吸收能力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组织惯例和流程构成[9]，企业通过这些惯例和流程得以获取、消化、转换并应用所需知识。组织惯例和企业能力有着共同的知识本质，是企业能力的后顾形式。伴随着吸收能力作用的发挥，过程性组织记忆以惯例的形式存在于组织内员工的行为模式和习惯中。在惯例形成的初始阶段，知识获取过程帮助个体获得具有创意的隐形知识信息，知识消化能力将分散在组织中不同地方的个体知识进行消化整合，经共享之后扩展为更多人的隐性知识。现实吸收能力的知识转换维度促使成员在组织学习过程中反复互动，使隐性知识在企业内部的相互交流中逐步显性化和社会化，成功转化为组织层面的惯例形式的知识。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c：潜在吸收能力对企业过程性组织记忆的形成起正向促进作用。
H2d：现实吸收能力对企业过程性组织记忆的形成起正向促进作用。 
1.3 组织记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组织记忆是存储于组织内部并可以用于当前决策的信息[16]。陈述性组织记忆集中了组织中的大部分事实类知识，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知识储备。借助陈述性组织记忆构建的共享知识库，便于各部门成员集体共享组织中的知识，使同类知识广泛应用于不同的领域，促进了组织创新行为的一致性。具有丰富的陈述性组织记忆可使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情形时，拥有足够的选择素材和方案，做出更为灵活和适宜的决策。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陈述性组织记忆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

相对于陈述性组织记忆，过程性组织记忆蕴涵了大量的组织战略、行为惯例和组织信仰等知识。组织记忆中不但存储着过去的事件、承诺、目标、假设和行动[17]，还能够体现出学习者的发现、发明和评价[18]。过程性记忆所蕴涵的程序性惯例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行动的依据，帮助员工从组织记忆和经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b：过程性组织记忆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总结梳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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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图
2 实证研究设计
2. 1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采用问卷调查获得，所选取的样本均为知识密集型企业。问卷发放对象选择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的部分客户及哈尔滨市两所高校的MBA及EMBA学员，最终确定的样本来自东北、华北等7个省市，主要涉及环境治理、新能源、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生物制药和软件开发等类型企业。总计发放问卷287份，最终回收问卷231份，回收率80.5%，剔除无效问卷14份，实际有效问卷共计217份。
2.2研究变量的测量

各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的方法进行，“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研究测量量表开发的原则以国内外经过实证分析验证的高内容信度的量表和典型性参考文献、研究成果作为设计和编制调查问卷的理论基础。
对吸收能力的测量，沿用Jasen[19]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并结合张德茗[20]的研究，对影响吸收能力的组织惯例和流程等要素进行整理，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7个测量条目）和现实吸收能力（8个测量条目）进行测量。
对组织记忆的测量，借鉴Moorman 和 Miner[13]等对组织记忆的研究，结合Akgün[21]对于陈述性记忆和过程性记忆的研究。将企业的各类知识信息和流程惯例等知识内容划分为陈述性组织记忆（6个条目）和过程性组织记忆（8个条目）进行测量。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测量，借鉴Bell[22]和Ahuja [23]等对创新绩效的研究，设计了与产品市场反应，创新所含技术工艺和拥有专利等相关的四项测量指标，反映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样本的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对所建模型变量的关系进行假设验证和路径分析，使用统计软件 SPSS17.0和AMOS17.0作为处理工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变量进行检验，各变量的 KMO值均在0.8以上，Bartlett 球体检验值在0.000水平上显著。经主成份分析，每个变量单一维度下的因子负载均在0.7以上，各分量的Cronbach's α系数经计算均大于0.7，所有分量的累计解释贡献率均超过50%以上，说明研究所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样本的效度检验中，因研究中的变量量表均来自过去经过验证的文献指标，在发放问卷之前经过相关学者专家的咨询及表述修正，所以问卷具有相当的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的检验则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从表1的分析结果中可以获悉，各项指标均为可接受水平，表明问卷所获数据具有很好的效度。
表1 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变量
	x2/df
	RMR
	GFI
	AGFI
	IFI
	CFI
	RMSEA

	潜在吸收能力
	1.864
	0.033
	0.936
	0.916
	0.930
	0.932
	0.041

	现实吸收能力
	1.935
	0.026
	0.951
	0.933
	0.929
	0.924
	0.039

	陈述性组织记忆
	1.972
	0.039
	0.912
	0.923
	0.945
	0.901
	0.047

	过程性组织记忆
	1.886
	0.031
	0.946
	0.915
	0.937
	0.941
	0.037

	企业创新绩效
	1.389
	0.034
	0.948
	0.926
	0.953
	0.977
	0.032


3.2 数据结果及路径分析
运用Amos17.0检验所设的概念模型和收集数据的拟合度，经计算该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说明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度符合要求。
表2 模型拟合指标数值结果

	拟合指数
	x2/df
	RMSEA
	NFI
	IFI
	TLI
	CFI

	结果
	1.545
	0.048
	0.909
	0.958
	0.961
	0.972


根据标准化的路径系数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影响的T值水平以及变量间的作用路径关系，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其中假设H1a和H1b都获得支持，说明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都可以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假设H2a和H2b均得到支持，说明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都能够促进陈述性组织记忆的提升。假设H2c未获得支持，假设H2d获得支持，说明潜在吸收能力未能对过程性组织记忆产生显著影响，而现实吸收能力则能够显著促进过程性组织记忆的形成。假设H3a未获支持，假设H3b得到支持，说明陈述性组织记忆不能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过程性组织记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改善有促进作用。
表3 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
	假 设 路 径
	路径

系数
	T值
	检验

结果
	对应

假设

	潜在吸收能力
	—>
	企业创新绩效
	0.312
	3.47
	支持
	H1a

	现实吸收能力
	—>
	企业创新绩效
	0.474
	2.33
	支持
	H1b

	潜在吸收能力
	—>
	陈述性组织记忆
	0.378
	3.36
	支持
	H2a

	现实吸收能力
	—>
	陈述性组织记忆
	0.449
	4.12
	支持
	H2b

	潜在吸收能力
	—>
	过程性组织记忆
	0.172
	1.08
	不支持
	H2c

	现实吸收能力
	—>
	过程性组织记忆
	0.481
	2.69
	支持
	H2d

	陈述性组织记忆
	—>
	企业创新绩效
	0.201
	1.12
	不支持
	H3a

	过程性组织记忆
	—>
	企业创新绩效
	0.365
	3.89
	支持
	H3b


3.3 组织记忆的中介作用研究

模型中陈述性组织记忆并未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潜在吸收能力对于过程性组织记忆的作用也未呈现出显著性。因此只能够检验过程性组织记忆在现实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时所产生的中介作用。根据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剔除未通过模型验证的路径关系，得出简化的中介作用影响模型。因为“自变量到中介变量和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不为零，则中介作用成立”[24]，过程性组织记忆在现实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如图2所示，其影响的总效应为0.638（直接影响(0.474)+间接影响(0.449*0.365)），说明现实吸收能力对于创新绩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过程性组织记忆——组织的惯例和技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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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过程性组织记忆中介作用的效应系数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组织记忆为中间变量，围绕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相较于已有的研究，将组织记忆细分为陈述性组织记忆和过程性组织记忆变量进行比较，区分了两类组织记忆在创新活动中的差异，对于研究组织记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纵深方向的扩展。

研究结果显示，过程性组织记忆在吸收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陈述性组织记忆未能产生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产生作用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惯例和技能等过程性组织记忆的方式进行。因为这类组织记忆相对于事实、事件类的陈述性组织记忆而言，具有更强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

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的作用也存在差异。潜在吸收能力对过程性组织记忆无显著影响，而现实吸收能力既能够影响陈述性组织记忆的水平，又能够影响过程性组织记忆的水平，并通过过程性组织记忆这一中间变量进一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说明现实吸收能力是企业提高组织记忆水平和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潜在吸收能力未能产生类似的作用。

通过对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的启示是：相对于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对于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影响更大，因为现实吸收能力可以促进企业自身惯例和技能的完善，是企业保持独特性、实现不断创新的保障。同时，企业在对组织记忆进行管理时，应更多关注过程性组织记忆的培养和建立。因为在信息和资讯较为丰富的大数据时代，企业获得外部数据和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单纯的一般事实类知识总量的增加并不能够实现对竞争对手的超越。企业应通过加强组织惯例和组织流程建设的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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